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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李荣先生1985年首次将山西省及其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从官话中分出称作晋方言。丁邦新、王福堂等先生不同意将晋方言分立为与官话平行的十大方言之一，只同意作为官话区的一支次方言。本文认为，首先要限定“早期”的时代，用早期的标准可以将晋方言从官话中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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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晋方言的归属问题曾有过热烈的讨论，至今未衰。近年来，我们曾致力于晋方音史的探讨，研究晋方言语音史可能有益于晋方言归属问题的解决。我们认为，研究晋方言归属问题既要充分利用晋方言现有的共时研究成果，又要充分考虑它的形成历史，共时现象若能与历史文献事实相互印证，即可客观地对晋方言地位、层次作出定位。并以此为基础，才能对分区理论提出立论依据和修正建议。限于篇幅，本文重在对部分观点作一简评并略陈管见。
一  关于晋方言的分立
李荣先生1985年在《官话方言的分区》中首次提出，将山西省及其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从官话中分出称作晋方言。[2]其后，《中国语言地图集》将汉语方言分为十大区，晋方言是十大区方言之一区，与其他九大区官话、吴方言、徽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话、粤方言、平话、闽方言平行。[9]22年来，学界对晋方言分区问题的讨论，高潮迭起，历久不衰，是方言学史上少有的现象。
二  是否可以分立
不同意将晋方言分立为与官话平行的十大方言之一，只同意作为官话区的一支次方言的有丁邦新、王福堂等先生。
丁邦新先生说：“对晋语而言，要把它看作官话以外的大方言，和吴语、湘语平行，恐怕没有足够的理由。以上文所说的历史性条件来看，还是在官话系统中把晋语区分为次方言的一种，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办法，这种次方言的区域也要缩小，大致以山西为中心，包括察哈尔南部、河北南部、西部边缘，以及河南的北部等地区。”[1]
丁邦新先生在总结了诸家分区的标准后提出：“以汉语语音史为根据，用早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大方言；用晚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次方言；用现在平面性的条件区别小方言。”[1]什么是早期历史性条件？大致说来，以隋唐中古以前作为早期可能比较合适。[1]按这个标准，筛选出来只有三条：一是古全浊声母的演变，二是古双唇塞音在三等合口前的读法，三是古知组声母的读法。运用这些早期标准进行分类，闽方言是最符合这些特点的：一是古浊塞音声母的字闽语不论平仄大部分都读不送气的清音。二是古双唇塞音三等合口读双唇。三是古匣母字中有少数几个字在闽方言中一致读舌根塞音，不读擦音。四是古知组读[(]、[((]。用这些早期标准足以将闽语与其他方言区别开来。以保留全浊塞音、塞擦音的条件可分别将吴方言、老湘方言与其他方言区分开来。以古知组读[(]、[((]可将平话与其他方言区别开来。用这个早期标准衡量现行方言只有闽方言、吴方言、平话、老湘方言有资格成为大方言。若要找出新湘方言与别的方言的区别只有一条：古全浊塞音声母均读不送气清音。其他条件新湘语均不突出。古塞音韵尾在湖南各地全部消失，只有6个县保持入声调。此外，西部、南部有许多方言点跟西南官话一致。这都是对区分新湘语不利的因素。其他诸如粤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也不具备上述早期特点。显然，以这种严格的早期历史标准划分现方言，所分的结果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如果将“早期”的时代限定在王力先生[8]给汉语史划定的中古的下限，即十二世纪（南宋前半）之前，可能是适宜的。“宋室南渡造成汉语人口的大量迁移，是汉语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如果我们以两宋之间为界限，定出相对早期和晚期的概念，是比较贴切的。”[3]那么按这个时代之前的特点可将粤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与别的方言区别开来，因为较完整保留了三套塞音韵尾。
用十二世纪之前所具有的特点来看晋方言。首先覆盖晋方言的是保留喉塞韵尾，其次是晋方言的核心地区古全浊声母塞音、塞擦音不论清浊白读一律不送气。这两个都是十二世纪之前的特点，塞音韵尾在十世纪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就已弱化为喉塞韵尾，全浊塞音、塞擦音也可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找到源头，这两条应该算早期的历史条件。虽然在山西北部、东南部只有前一个特点，少有或没有第二个特点。但就主流地区看，还是具备的。如同湖南也有与西南官话一致的方言，但不是主流地区一样。拿早期的历史条件就晋方言与湘方言相比，综合考虑，用于区分晋方言的条件不见得比湘方言弱。靠全浊声母演变今读不送气一条可使湘方言分立，靠入声韵保留塞音韵尾[(]一条，再加上主流地区全浊声母今读不送气这一条，也足以使晋方言分立。
如果要把晋方言分立为与其他官话平行的一支次方言，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不好解决。一是晋方言所具有的大条件，其他官话区也应该具有，或基本具有；二是将晋方言作为次方言，与其他方言的内部特点应大致平衡，应该符合那个最大公约数。比如所分出的次方言“楚语”，全浊塞音声母的演变，古塞音韵尾的消失都跟官话一样，这是官话最大的公约数。然后再根据几个晚期的特征将其确立为官话次方言的一支。晋方言却不然。上述晋方言的几条早期的历史条件，显然在其他几个官话区不备；其他官话共有的特征，晋方言明显演变滞后。
丁先生谈到晋方言的[(]、[(]、[(]读成[((]、[((]、[(g]是晚期的条件，据我浅知，高本汉第一次记录的这种现象是上连唐五代以前的[((]、[((]、[(g]，下接晋方言、汕头话、厦门话、漳平话中[(]母读[(]、[(]的桥梁。[5]其史还可上推至汉代，这个特点其他官话未见。应当看成早期的历史性条件。丁先生认为这个读音只是平面语音上的现象，不牵涉音类的问题。我们认为，它不仅仅是平面语音现象，还牵涉到古音类问题。
丁先生还将晋方言鼻韵尾的弱化、脱落与喉塞韵尾的存在作为同等条件看待，但这两个条件未尝不能作为早期的条件，韵尾的脱落至少可上追到唐五代。有些演变诸如[((]、[((]两套的分合、[(]、[(]的分混、尖团音的区分、[((]、[((]的区分、[((]、[(((]、[(]、[(]的出现等属晚期的条件。但它是中原官话汾河片的特点，不是晋方言的特点。不能用中原官话晚期条件等同于晋方言的早期条件。
丁先生对区分大方言、次方言、小方言的标准作出理论的概括是对方言分区理论的一大贡献。至于早期、晚期的时代如何划定，恐怕还要进一步斟酌。也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3]八十年代，确立晋方言时间不长，有很多特点挖掘得不够充分，描写得不够细致。除了大家熟知的入声一个特点外，其他特点还鲜为人知。就晋方言目前调查研究的情况看，晋方言的核心地区有些保存的是《切韵》时的特点，有的则是上古时期的特点。
将有如此突出特点的方言继续留在官话区显然与别的官话不相协调。[4]
丁邦新先生说：“中国地域辽阔，许多地方可能有孤立式的方言岛存在，这一类的方言岛常常有保存古音的特例。”[1]晋方言保存着许多官话区消失而南方方言才有的中古音、上古音残余现象，这与其长期处于一种封闭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它的四周是各类官话的层层包围，说它是一个大的方言岛也不为过。从这个意义上讲，将这个很多方面不同于官话的方言区独立出来，应为情理之中的事。
当然，最近也有人主张根据方言本身的特点，结合方言形成的历史来给方言客观地分类，而不是根据人为的印象标准先分类，然后再找它们的区别。按照这样的标准和推论，客家话和大部分的粤方言、赣方言等方言都成了“赣粤方言区”的成员，这样，客家话、粤方言、赣方言之间跟闽北、闽南、闽东话一样，属于“次方言”的级别，也就能比较客观地反映出他们之间的历史关系、相似度和可懂度。[3]我们认为这个主张如果适合于对上述方言的分类，那么至少目前还不适合于将晋方言作为官话中的次方言的分类。因为历史地看晋方言，有很多特点显示，晋方言早在唐宋之际就与北方话的代表北京官话分道扬镳，晋方言由于地理封闭诸多原因，较多地保留了唐宋西北方音的特点，它是从当时的西北方音一脉相承下来的，不是从《切韵》系统沿袭下来，当时的西北方音在今天的西北官话中已消失得面目全非；今大多数北方话可以找到来自《中原音韵》的影子，而晋方言保留着很多《中原音韵》前的特点。
王福堂先生认为，首先是因为晋方言在方言、次方言等层级上的安排过高。上述入声和阳声韵等语音的特点都属晚期的历史性音变，要依靠这些特点把晋方言从官话方言中分离出来处理成独立的方言，说服力不够。其次江淮方言有入声而留在官话方言中，四川省不少方言有入声也留在官话方言中，晋方言有入声，却从官话方言中分出。第三，山西西南部晋南方言具有晋方言的大部分重要特点，仅仅因为没有入声就被划入其他官话方言，损害了晋方言的完整。这说明过分强调某一晚期历史性语音标准的不妥。按照1955年丁声树、李荣《汉语方言调查》列举官话方言的共同点，（1）古浊声母清化后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2）古[-(]韵尾并入[-(]韵尾。（3）多数地区没有入声。认为晋方言应该留在官话方言中，成为一个次方言。晋南方言应该留在晋方言中。[6]
我们认为，只要对晋方言的现实和历史研究清楚，层次的安排就会迎刃而解。在没有充分认识晋方言现实和历史的情况下，对晋方言作出什么样的安排都是次要的。晋方言有入声且当属于早期的历史性演变，此外，晋方言的入声与江淮官话的入声有明显不同
。晋南方言与并州片方言虽有诸多联系，但从历史上看，它们分离的时间比较长，[7]若将晋南方言归入晋方言似有一定的困难。
三  条件的限定
丁邦新先生根据五家（李方桂、R.A..D.Forrest、董同龢、袁家骅、詹伯慧）分区的共16个条件，选择出8条作为早期的条件。即：
（1） 古全浊塞音声母的演变
（2） 古双唇塞音声母的演变
（3） 古知彻澄母的读法
（4） 古照穿床审禅各母的读法
（5） 古舌根音声母是否颚化
（6） 古塞音韵尾的演变
（7） 古鼻音韵尾的演变
（8） 古入声的演变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出。
一是何时为早期？丁认为“大致说来，以隋唐中古以前作为早期可能比较合适。”[1]王福堂先生理解为“早期大致指中古不晚于唐宋的时期。”[6]前者为七世纪，后者为十世纪，两者竟相差300年。
二是这8条是不是全是早期？8条在历史上所发生的时间先后不同，并非全是隋唐以前的变化。严格地讲，只有（2）（3）条是隋唐以前的“早期”现象，（1）是中唐时期的变化（6）（7）条是唐五代到宋之间的变化，（4）（8）条是宋元之间的变化，（5）条最晚到清代中叶才最后完成。虽然各条都有开始和完成的长期过程，但基本上可以看出时间的大致先后。
上文已述，如果以王力先生所定的南宋中段为中古的下限，以前的视为早期，以后的则视为晚期。这样，除了（4）（5）（8）条以外，其余5条均可视为早期的条件。以此来划分汉语方言的分区就比较稳妥，也符合多数方言的特点。有人认为上述条件中的（6）条是宋元之间的演变，（7）（8）条是明以后的演变。（刘镇发2002）恐为不妥。理由不赘。拿5条衡量晋方言的主流方言，除第（2）（3）只留残迹外，（1）（6）（7）条都符合。即：以早期的历史性条件可以将晋方言与官话分开。以此5条反而将已经分离出的客赣方言分不出来了。这说明将晋方言分立出来并不比将客赣方言分立出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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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ception of Jin Dialect

QIAO Quan-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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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1985 Professor Li Rong for the first time proposes that those dialects possessing Rusheng in Shanxi Province and its adjacent areas be separated from the Mandarin and taken as Jin dialect. While Ding Bangxin and Wang Futang do not agree to take Jin Dialect as one of the ten dialects along with Mandarin, instead they propose to regard it as a sub-dialect. This paper holds that we should first of all delineate the early period of its development, and Jin Dialect can be separated from the Mandarin if we utilize the standard of its early period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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